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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新观察

党领导下百年文学的人民旗帜与时代胸襟党领导下百年文学的人民旗帜与时代胸襟
今天是7月1日，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这个承载百年初心、意义非凡的时间节点上，回顾中国文学百余年间的发

展进程，党的文艺理论不仅是作家扎根现实、心怀家国的创作“指南针”，更是推动中国文学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精神“催化剂”。

党领导下的百年文学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同向而行。革命年代，文学书写救亡图存的呐喊；建设时期，作家记录改天换地的

奋斗；改革开放时期，作家反映波澜壮阔的时代新变；新时代舞台上，文学描摹民族复兴的宏阔图景。百余年来，不同历史时期的

中国文学，始终自觉肩负起记录民族征程、书写国家现代化建设伟大历程的时代使命与责任。

本期特邀三位深耕文艺理论研究的专家、两位文学批评与实践经验丰富的青年学者，围绕党领导下的百年文学展开讨论，回

望历史，追溯红色文学的初心与来路；立足当下，剖析当代文学创作的现实图景；展望未来，照亮新时代文字高质量发展的广阔前

景。在回溯与思辨中，读懂文学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血脉联系。

嘉 宾：

李跃力（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熊 权（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颜同林（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鹏禹（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 管若彤（中国人民大学新时代红色文学社社长）

主持人：

教鹤然（《文艺报》记者）

回应如何“为人民”写作的时代命题

主持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5 周年，

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学也走过了一百余

年的光辉历程。党领导下的百年文学形成了哪

些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价值坐标？

李跃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学在历史发展

中形成了诸多可贵的精神特质，如以人民为中

心、重视行动实践、与时代同频共振等。如果说

20世纪初的五四文学是以个体人性为本位的

“人的文学”，党领导的则是“人民文学”，注重把

个性解放的命题放置在追求阶级解放、民族独立

与复兴的历史语境中，将“人”的内涵拓展到以工

农兵为代表的人民大众。

在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的历史发展

中，孙犁是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早年读鲁

迅、叶绍钧等人的作品深受新文学熏陶，在抗战

全面爆发之际参军，后来在晋察冀边区经历多年

游击生活，抗战结束后在冀中参加土改工作。战

争流徙与扎根乡土的经验打开了孙犁的视野，锻

造出独特的抒情叙事方式。孙犁写战争、土地改

革等重大政治、社会、历史题材，却以描绘地域风

土人情、日常生活著称。在他的笔下，白洋淀荷

花飘香、阜平崇山耸立，采蒲台、同口镇、蒿儿梁

等小村庄风光如画，格外令人难忘。孙犁笔下的

乡土美景与当地民众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热爱家乡故土的伦理情感交相辉映。因为数年

置身战地和乡野，深谙民间喜怒哀乐，孙犁的创

作擅长从朴素的生活伦理找到追求阶级解放、民

族独立的道路。他的文学保留了文人知识分子

的个性思考，同时重视把个人化的思考融入抗战

救亡运动、追求民族国家独立的事业，构成“人民

文学”的重要一页。

颜同林：进入新时代以来，党领导下的文艺

工作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回望十多年间

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历程，文学创作整体面貌可

谓一路繁花，早已焕然一新。从文艺方针政策的

持续部署，到多种文艺潮流的相继涌现，“两个结

合”的精神一以贯之，文学发展主潮脉络清晰可

辨；从主题创作的凝练打磨，到不同类型作品的

精雕细琢，创新品格始终如一地受到重视。归纳

起来，便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越来越得到全

社会广泛认可。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以

人民为中心的文学观念深入人心。这一切的背

后，得益于党对新时代文学发展方向的有效引领。

党的领导是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保证。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

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成为新时

代文学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节点。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政府出席

第十一次全国文代会、第十次全国作代会开幕式

并发表重要讲话。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

想。这些都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文学工作的方向

性、根本性问题。“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新时

代文艺工作的根本遵循。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

新时代文学创作的根本方向。为人民抒写，为人

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不变的

初心与天职。

主持人：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党的文艺思想不断

继承与创新，持续领导文艺工作者用创作回答

“为谁写”与“怎么写”的问题。您认为，文学创作

要如何将党的文艺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

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代表性作家和优秀作品都有

哪些？

熊 权：文学创作将党的文艺理论与具体实

践相结合，实际上已经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

个传统。党的文艺理论是充分中国化了的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它虽然随历史进程而不断调整

和完善，但其核心要义基本不变，一是“人民立

场”，二是“现实主义”。前者是指作家站在人民

的角度写作，为人民代言，创作出传达人民心声、

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后者要求作家本着接

近真实的创作原则，处理好文学与现实的审美关

系，把握住现实发展运动的规律，将“现实”客观

地呈现在作品之中。在这方面，从延安文艺至

今，赵树理、柳青、路遥、陈彦、梁晓声等都是代表

性作家。赵树理给自己的定位是“文摊”作家，他

面向农民而写作，结合民间文艺形式，创造出独

特的语言风格和审美风格。柳青作为“深入生

活”的典范，他创造的梁生宝、梁三老汉等形象，

堪称传统乡土中国向集体化转型的典型人物。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将“为人民”的立场化为对

普通劳动者理想与尊严的动人书写，历经40年

仍能打动一代又一代普通人。陈彦的《装台》书

写西安搭建舞台的工人群体，《主角》讲述秦腔名

角的艺术人生。梁晓声的《人世间》书写东北工

人家庭中的周氏三兄妹的人生经历与命运浮沉，

借此映照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变迁与时代变

革。这些作品都是以基层人物为主角，作家们对

人民身上坚韧和坚贞品格的细腻刻画，不仅折射

出时代的变迁，更回应了作品在新时代如何“为

人民”的重要命题。

李跃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的继承与发展，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在战争年代为工农兵写，在和

平年代为人民大众写，党的文艺政策一直重视目

光向下，不仅号召文艺贴近最大多数的社会基

层，而且倡导采取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赵树理的创作道路与实践经验，被誉为“实

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他的创作是为

人民写的，是面向大众的普及与提高，对当下仍

有积极的启示意义。赵树理把自己的创作定位

为“文摊文学”。在他看来，创作不是为了挤进

高雅的文坛，而是要写成小本子赶庙会，争取更

多的民众读者。赵树理称自己写的是“问题小

说”，因为素材往往来源于他下乡工作时碰到的

具体问题。代表作《小二黑结婚》，取材于他在

山西左权县遇到的农村旧俗妨碍青年婚恋的问

题；《李有才板话》源于他在山西阳城县发现的

基层乡村治理乱象；《孟祥英翻身》则是以他在

河北涉县采访劳动模范的经历为蓝本创作而

成。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有现实原型，满含深

切的现实关怀。赵树理不仅写农村、农民，在写

法上也非常“接地气”。在他笔下，随处可见方

言俗语，灵活化用民间的歌谣、板话等。这正如

当下广受欢迎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家国情

怀、信义精神是作品想要传递的精神内核，但亲

切可感的生活肌理才是动人的基础。片中长年

不断的亲情通信、普通人的谋职谋生故事等引发

了观众深深的共鸣。

从“写大众”到“大众写”“大众
享”：人民立场的时代新变

主持人：“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

年文学一以贯之的精神底色。从文艺为工农兵

服务的创作纲领，到“文学是人学”的文论主张，

再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您认为，

人民立场在百余年间的中国文学演变过程中经

历了什么变化？新的时代语境又为其赋予了怎

样的内涵？

熊 权：人民立场在百年中国文学演变过程

中几经变化，其根基经历了从战时生活到世俗生

活再到媒介生活的变化。早期的人民立场更强

调“人民”的政治属性；新时期以来，“人民”被还

原为具体的具有普遍人性的个体；近年来，“新大

众文艺”兴起，“人民”又因新媒介的普及而成为

文艺的真正主体。可以说，人民从被知识分子代

言的“历史主体”，转变为“创作主体”，实现了两

种身份的合一，这带来了人民立场在实现方式上

的根本变化。如果说，以往文学中的人民立场，

更多地通过追求历史必然性的现实主义史诗来

呈现；那么新时代的文学实践，则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拓展，将目光投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微

观叙事”，通过构建与最广大人民同频共振的“情

感结构”来获得普遍的艺术价值认同。

张鹏禹：当我们认真观察新媒体时代壮阔

的新大众文艺创作潮流，便可发现“谁是文化创

造的主体”这个问题，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有了新

的答案。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大众化

运动，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工农兵方向”，

文艺创造的主体直到新时代才真正扩大到每一

个人。其中有两个基础条件，一是国民文化水

平空前提高，二是新媒介环境改变了文艺生产

传播机制。王计兵、胡安焉、陈年喜、范雨素、单

小花、小海、李文丽、韩云、陈慧……我们可以列

出一大串素人写作者的名字。此外，还有几千

万的网络文学创作者和海量短视频、微短剧创

作者。雅俗之辨走向雅俗互化、雅俗共融，文艺

的边界正在被打破，迈向跨界融合的“大文学”

时代。

管若彤：新时代文艺的人民立场既与百年文

艺演变一脉相承，又经历着深刻变革。突出变化

在于人民不再是单纯的读者或观看者，而是自主

创作、自主表达的核心主体。中国人民大学新时

代红色文学社的青年成员曾赴山东临沂与“沂蒙

二姐”等基层创作者开展深度访谈，在他们身上

找到了这一变革的生动印证。

依托短视频等大众化平台，全媒体时代打破

了文化精英对文艺创作的垄断。沂蒙二姐，这位

在田埂上写诗的农民，以朴素真挚的视角记录农

家日常、乡村振兴故事。她的创作源于真实生

活，不事雕琢，却自然承载着乡土变迁与红色血

脉的传承，诠释了“人民是文艺的源头活水”的深

刻命题。这一现象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

逻辑：文艺资源与创作权力不再专属于少数群

体，而是扎根于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生动实践之

中。过去强调“为人民写”，如今进一步增加了

“由人民写”的新维度，文艺生态由此实现双向互

动。一方面，民间创作能够弥补专业写作可能脱

离基层真实生活的局限，让外卖骑手、农民、基层

干部等群体成为叙事的鲜活主角，让宏大叙事与

微观民生故事实现有机交融；另一方面，群众自

主完成作品的创作、传播与价值评判，使大众口

碑成为衡量文艺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在一定程

度上有效矫正了部分文艺创作被资本流量主导

的偏颇。

同时，这类新大众文艺自觉传承红色文脉，将

革命基因转化为大众易懂愿传的通俗表达。人民

既是文艺产品的接受者、享有者，更是创作者。文

学的人民性从理论主张落地为生动实践，构筑起

一幅适配中国式现代化、深植群众土壤的文艺新

图景。我认为，这一变革，既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

继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当代激活。

立足历史新方位，书写新时代新篇章

主持人：近年来，新时代红色文学、新红色经

典等文学概念引发学界热议，也涌现出不少与新

时代红色文学相关的报刊专号、作品征集活动

等。您认为，新时代文学有什么样的特质与发展

前景？新时代为什么要呼唤兼具人民性、民族性

与时代性的文学作品？

颜同林：新时代文学的审美内涵，既体现在

它对新时代社会不同行业、领域的全面展现上，

也体现在一代新人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变迁上。

在写实与虚构、纸媒与网络之间，文学以独特的

方式反映人性的光芒。不同的光束汇聚一起，构

成人世间的发光体。现实主义的深化，让普通民

众成为时代文学的主角。文学有了新的力量：写

大众、大众写、大众享的新大众文艺的流行，让各

自内心的窗户打开后不再关上。

回答文学何为这一命题，出人才、出作品永

远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新时代文学异常丰

富、多元，真正呈现百花齐放之势，满足了广大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重大现实题

材、革命历史题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日

常生活题材的作品交错杂呈，让文学具有圈层

格局；职业作家写作、知识分子写作、新大众文

艺写作，让文学的根须扎进不同的土地；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等重大主题创作，在中国式现代化

主潮中留下厚重的一笔。以2023年第十一届

茅盾文学奖为例，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乔叶

的《宝水》、刘亮程的《本巴》、东西的《回响》和杨

志军的《雪山大地》五部长篇小说具有不同风格

与类型面向，是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成绩的一

次高峰集结与检阅。比如，孙甘露的《千里江山

图》，是作家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对革命历史的倾

心回眸。此书获奖之后，陆续被改编成包括电

影、电视剧、地方戏等在内的不同文艺形式，通

过跨媒介的形式走向人民生活。书写新时代农

村崭新生活的《宝水》、涉及人们日常情感世界

的《回响》等，也是具有新时代文学特征的优秀

作品。

张鹏禹：从发展前景看，新时代红色文学正

从理论探讨走向制度化、系统化的建设阶段。学

者傅逸尘曾在研究专著《“新红色经典”论》中阐

释了新时代文学的新观念、新变化、新经验。他

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革命历史”正在

成为新时代作家集体倾心的叙事资源，并将这股

正在崛起的文学现象命名为新时代“人民史诗的

文学”之“革命历史再叙事”，呼唤与创作热潮相

匹配的文学理论建构。

我认为，新时代文学，不是单纯的时间概

念。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文

化语境的全方位、整体性革新，催生了新的文学

样态。新时代文学，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的同时，解决或正在解决百年新文学发展争

论不休的三方面问题：一是如何看待传统？二是

如何面对世界？三是文化创造的主体是谁？“古

今中西之争”是困扰现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文学领域同样如此。

新时代以来，作家们不再将“传统”视为“现

代”的对立面，或是桃花源式的乌托邦，而是将其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的重要资源。在这方面，先后涌现出叶舟《凉

州十八拍》、刘醒龙《听漏》、马伯庸《长安十二时

辰》等作品。在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方面，以往

的作家往往是用“开眼看世界”的态度，从异文化

视角反观自身，而新时代作家则实现了立场和视

点的位移，立足中国、想象世界。我常举的一个

例子是《北京人在纽约》，我们曾经热衷于看北京

人在美国生活得怎么样，而徐则臣在《北上》里让

意大利人小波罗来到了中国。近年来，在石一

枫、刘汀、孟小书、蒋在等中青年作家的笔下，发

达国家已与中国共同构成世界的组成部分，这种

平视的视角背后是作家心态的转变和文化自信

的增强。

管若彤：新时代文学的特质，根植于新时代

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红色文学不是对革命历史

题材的简单复刻，而是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实践，将红色基因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紧密结

合，凭借与新时代同频共振的新一代青年群体的

独特视角与生动表达，在宏大叙事与微观民生之

间寻求共鸣。

近年来，《青年文学》《延安文学》等文学期刊

纷纷开设新时代红色文学专号或创作专栏。中

国人民大学自2024年6月起，成立新时代红色

文学创作研究中心，并面向全国开展“新时代红

色文学”作品征集活动。通过搭建创作扶持计

划、联合文学期刊开设专栏等举措，已初步构建

起集作家扶持、作品创作、理论研究、宣介传播于

一体的文学新生态。这一系列实践表明，新时代

红色文学正在形成可持续的创作机制与传播路

径，尤其是在青年群体中引发积极反响，展现出

蓬勃生机。

当下的文学场域中，能同时满足人民性、民

族性与时代性三者的作品是稀缺的。很多写作

者擅长个人化的情绪书写，却失去了观照集体命

运的能力；很多作品热衷于模仿西方叙事范式，

却对中国老百姓真实的情感结构日渐陌生。而

红色文学若不能回到“人”的层面上，写出普通人

在大时代中的抉择、挣扎与尊严，就会沦为自我

循环的空话。新时代红色文学正是试图在这三

个维度间搭建桥梁，让文学避免成为“圈内人的

游戏”，让文学始终对准今天正在发生的、真切的

生存经验，让文学在全球化浪潮中不丢失自己的

文化辨识度。至此，新时代文学才能不在艺术上

偏废，不在传播上失灵，而始终扎根在人民中间，

长出自己的筋骨和温度。

重读红色经典 为新时代文学
筑牢精神根基

主持人：能不能请您分享一部或多部让您印

象深刻的红色文学经典，谈谈您觉得这些作品好

在哪里，为何值得我们不断重读？

李跃力：我想列举的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

河上》。这部长篇小说1948年问世，获得了斯大

林文学奖。小说讲述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翻身、

翻心的故事，但作家没有直接挪用政策或理论，而

是揭示被忽略的乡村政治权力腐化问题，体现了

党领导下的“人民文学”重视实践经验的特点。

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前，丁玲先后在张

家口的辛庄、东八里村、温泉屯参加土地改革工

作。基于亲身体验和实地考察。她塑造的地主

各有面目，既有为非作歹、激发公愤的，也有凶狠

奸诈、擅于筹谋的，还有性格懦弱、有点小算盘

的……直到接近末尾，小说才出现了正式批斗

“主要敌人”钱文贵的情节。作家花了大量篇幅

描绘华北农村里复杂的人际关系，暴露寄生于这

个关系网络的非常隐蔽的权力操控。丁玲揭示

出乡村恶行不在于侵占土地，而是“在政治上统治

一个村”，让农民们敢怒不敢言，因此清除钱文贵

之流的坏恶分子势在必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不限于阶级斗争模式，描绘了丰富生动的土地改

革历史图景。这有赖于作家一方面深入学习相

关政策，一方面在实践工作中发现乡土中国的问

题，这对于当下的作家创作仍然是有启示意义的。

熊 权：在红色文学经典序列中，柳青的《创

业史》无疑是一部具有原典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作

品。它之所以值得我们不断重读，原因首先在于

它的史诗性品格。柳青将农业合作化运动具体

化为农民世代命运的“创业史”，不仅书写了物质

层面的互助生产，也深刻地描写了社会主义新人

如何摆脱因袭的重负，实现了精神层面的“创

世”。由此，小说将历史规律放置在生活流之中，

将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历

史理性与艺术感性的高度融合。其次，也是最为

学界所称道的，就是“中间人物”的审美创造。在

梁三老汉身上，柳青将他面对社会变革时，在私有

观念和对未来制度的朦胧向往之间的矛盾犹疑传

神而精密地描画出来，使其具有了“心灵辩证法”

的深度，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范式。柳青在皇

甫村扎根14年，完成了知识分子与底层农民的深

层融合。对他来说，“深入生活”不再是一种创作

方法，而是一种生存本体论。因此，《创业史》无

疑为现实主义提供了一种更高层次的通达路径。

柳青的《创业史》被学界称为“未完成”的开

放文本，其中蕴藏的个体成长与社会变革、知识

分子创作主体性的确立等重要问题，都为我们留

下了不断讨论的空间。这也是其可以不断重读

的原因所在。

管若彤：在众多红色文学经典中，《红岩》一

直是我共鸣最深、反复研读的作品。之所以重

读，并非因其宏大，而在于它写透了“平凡之躯何

以扛起非凡信仰”。江姐、许云峰、成岗——他们

都与我们年龄相仿，会想家、会恐惧、会在黑暗中

渴望一碗热粥。作者不神化英雄，反而写出他们

带着软肋却依然选择慷慨赴死的英雄主义精神，

这让我们第一次觉得：信仰不是天生的刚强，而

是明知代价后的坚定选择。

带着这份追问，我和同学们曾在寒假组织赴

重庆调研，走进渣滓洞，观察那些逼仄的牢房、低矮

的窗洞、墙上复原的刑具照片。最刺痛我们的不是

残酷本身，而是史料中那些青年就义前写下的家书，

字句平静如常。那一刻我们明白：红岩精神的核心

不是“不怕死”，而是“有更怕失去的东西”——比如

尊严、道义，还有身后人的明天。重读《红岩》，对当

下的意义不在于“对照苦难”，而在于“校准选择”。

今天，我们面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内卷、焦

虑、意义感稀薄等问题，“红岩青年”给出的回答

不是逃避，而是把“我”放进“我们”中去丈量价

值。真正的好作品，从不让人止于感动，而是使

人追问：若我们这一代面对自己的“渣滓洞”，会

交出怎样的答卷？重读红色经典，就是在反复回

答这个问题，并指引我们用行动书写续章。


